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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

范毓周

摘 要：双槐树遗址是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具有最高规格和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从其

布局结构与功能性质来看，都是围绕中心区域能受到妥善保护而规划设计的。中心区域的大型建筑、重要墓

葬与祭坛布局显示该聚落已经产生了一整套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政治与宗教制度，初步奠定了后世“前朝后

宫左祖右社”的王朝宫室雏形。遗址中心区域的围墙并非“瓮城”，其实际功能是把聚落权贵的政治活动区与

生活起居区分开，不能等同于后世城市或宫城用于护卫的瓮城。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的北斗星状陶罐组

合是中华文明“北斗九星”文化传统的渊薮，与历史上的超新星“景星”无涉，其与埋藏的麋鹿骨架共同构成了

寓意权贵驾“帝车”巡游的特殊地位。此种天文星象的装饰是权力阶层欲借助天文理念以树立自身的人间权

威。而骨质蚕雕的出土证明了中国早在距今5300年前后已经形成了完整成熟的蚕桑和丝织生产体系，为日后

的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

心地区，对于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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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地处河洛文化的中心

区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为深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3
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

博物馆、巩义市文物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对双

槐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

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举行，会

议期间首次披露了双槐树遗址及其相关的荥阳

青台遗址的部分考古成果。2020 年 5 月 7 日，在

郑州举行的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

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等单位多位参与现场实地考察的知名

考古学家，根据科学测年结果研讨论证，认为双

槐树遗址性质为距今 5300 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

处巨型聚落遗址，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毫无疑问，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

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即仰韶文化中晚期规

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现根据相

关研究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笔者就该遗址的

几个问题略谈一些粗浅认识，以请教于海内外

方家。

一、从遗址的布局结构与功能性质

看中华文明的核心源头

双槐树遗址位于巩义市黄河南岸南 2 公里、

伊洛河东 4 公里，总面积经勘探确认约 117 万平

方米，目前已发掘 3500 多平方米，基本显现出其

布局结构。根据勘探和发掘，可以确定该遗址

是由内壕、中壕和外壕 3 条环壕围绕的大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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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其中有 1 处是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

片块状遗址区，3 处是经过严格规划的夯土祭祀

台和 13 处是祭祀坑组成的祭祀遗迹，此外还有

3 处公共墓地和 4 处窑址（见图 1）。遗址中出土

有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精美彩陶以及与丝绸

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雕、纺轮、骨针、石刀等文化

遗物［1］。

根据遗址结构图示，该遗址是一个经过周

密规划的大型聚落。聚落有 3 层防卫措施，3 个

大壕沟把聚落分成由内而外的 3 个区域。而在

中心区域，还专门设立了一道围墙，把居住区与

大型建筑、祭台和墓葬隔离开来，形成了一个独

立区域。在居住区域既有居住建筑，又有池苑，

还有用陶罐组成的九星天象台基，在最南端还

有出土蚕形骨雕的小基址。在围墙外是一个比

较广阔的区域，最北边是一座有 15 开间的大型

殿宇式建筑，在其南边紧挨着是一处长条形大

型版筑遗址，紧挨这个版筑遗址的正中间是一

处重要墓葬小区，其中部的东侧是一个祭坛。

这个重要墓葬小区和祭坛虽然与内壕中心区域

的大型墓葬区相连接，但在整个大型墓葬区内

是相对突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内壕与中壕之间是一个非

常狭窄的区域，无任何建筑和其他遗址。在内

壕与中壕之间位于南部偏西有一条小壕沟相

连，而在中壕的北部有一个北门可与外界相

通。这无疑表明中壕的功能只是内壕之外的又

一道防卫壕沟，其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护卫内壕

以内的区域，内壕的中心区域是通过中壕北门

与外界相通的。这种结构明显表明，内壕以内

的区域是这个聚落最为重要的区域。从现有考

古发现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内壕以内不仅有

丰富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能显示当时思

想观念的文化遗物。外壕与中壕之间，目前只

在西部和西北处发现两个墓葬区，其中

西部的墓葬区较小，但在其附近外壕上

设有两个出入的门，使外部和墓葬区相

通。西南处的大型墓葬区是一个相对

封闭区域。由于内壕外的西北部和中

壕北门以北区域目前情况不明，无从判

断其内涵，但外壕在西北处明显地围绕

大型墓葬区向西外延围绕墓葬区并与

西北拐角处延伸出的一个小壕沟形成

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如上所述，在中心区域的围墙以内

是一个精致的生活区，这里有池苑可以

娱情，宫室可以生活休憩，门前以陶罐

组成的九星可象征居住者的通天灵性，

出土骨雕蚕的地方可以奉祀蚕桑丝织

的神祇。这一片大型遗址既是当时权贵的生活

起居之所，又是神化权威的精神空间。可以说

这片大型遗址已经具备后世宫廷的基本功能。

围墙之外的中心区域里，在宫室外设有一

处 15 开间的殿宇式宏大建筑，应是当时聚落权

贵接待外来聚落首领和周围聚落臣服成员的政

治活动中心，相当于后世王朝的朝廷。而在其

紧挨的南边就有凸显出与整个墓葬区不同的重

要墓葬和相关祭坛。可能是聚落权贵的先祖墓

葬和祭祀祭台。如果这一推断不误，这一区域

的结构已经呈现出类似后世王朝左祖右社的规

制雏形。

从该遗址发现的结构现象可以清楚地看

到，这是一个精心打造的大型聚落遗址。其布

局显示，所有结构设计都是围绕中心区域内的

活动能够受到妥善保护而展开的。从 3 个墓葬

区的分布与整个聚落结构中的不同环境也可明

显看出，这是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的聚落。中心

区域的大型建筑、重要墓葬与祭坛布局明显地

表现出该聚落已经产生了一整套基于社会阶层

（引自《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09版）

图1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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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政治与宗教制度。而围墙内外把生活起

居与政治活动的功能区分开来，也使聚落中心

有了前朝后宫左祖右社的结构性功能区分。从

这个聚落遗址的结构可以看出，社会分层的现

象已经形成，聚落中心已出现生活区域与政治

区域的分离。居住于围墙以内的权贵已

拥有通过政治活动统驭外界的强大能

力，其所统驭的社会已经跨入文明的门

槛，而且几乎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历代

王朝宫室结构与政治、宗教功能相协调

的基本形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巩义双

槐树遗址的布局结构及其显现的功能性

质的确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源

头。

二、关于“瓮城”与“北斗九星”

性质的探讨

现有研究认为，双槐树遗址中心区

域围墙围起来的部分为“瓮城”，认为河洛古国的

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1］。这是

需要商榷的，笔者认为这道围墙的实际功能是

把聚落权贵的生活起居区与政治活动区分开，

使权贵的生活起居与政治活动互不干扰。该种

结构虽然对于权贵的安全居住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作用，但与后世城市或宫城用于护卫的瓮城

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后世虽也有用于护卫的瓮

城，但瓮城之中并无任何非军事意义的建筑。

将该围墙看作是对生活起居的宫室与政治活

动的殿宇的分隔，以及对权贵权威的粉饰可能

更合乎实际。因此，不能看到有这道围墙就

认定其所围起来的空间就是后世的瓮城。

双槐树遗址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遗迹是所

谓的“北斗九星”。其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遗址巷道相通的 4 排大型房址中最大的房址

前面的门廊发现的，是一组摆成北斗星形状的 9
个陶罐。由于其中 7 个陶罐所摆放的形状与北

斗星相似，发掘者把连同其两边的陶罐和这个

北斗星形状的陶罐组合称之为“北斗九星”

（见图 2）。学界已有学者认为北斗九星天文遗

迹的发现，表明 5000 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仰

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

到的星，有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并

引《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认为

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

繁盛时代。从而推断这 9 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

一次超新星爆发。

对于该天文遗迹为什么是“九星”目前尚无

进一步解释。考虑到这一陶罐组合分布在权贵

居住起居区域内面积达 220 平方米最大的一所

房址前的门廊中，应当具有特殊的含义，发掘者

推断其是天象中的“北斗”星象应该是很有见地

的。联系到在其附近的荥阳青台遗址也有“北

斗九星”，可以想见，以“北斗九星”装点门面已

是一种文化象征。然而为什么不用“北斗七星”

而要用“九星”，确实令人费解。

中华文明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天文观测的文

明。由于中华文明很早就进入到农业社会，农

业是要根据作物在一年四季中的特定时间进行

播种、管理和收获的，而只有通过天文观测才能

准确地确定农时，使耕作合乎自然规律而有所

收获。因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开创天文观

测和记录的文明之一。而在夜空中人眼所能观

察到的最能显示季节转换的星座就是北斗星。

北斗星是以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

摇光 7 颗星组成的古代斗勺形星座，故被统称为

“北斗七星”。由于其斗口的两颗星与北极星在

一条直线上，指向北极星，故也被称为“指极

星”。北斗星相对于北极星的位置是相对不变

的。由于地球的公转，人们观测到其斗柄一年

图2 北斗九星图（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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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随时间变化而指向转动，大致每天旋转 1
度，一年正好旋转一周。因此通过斗柄指向可

以确定季节的变化，从而作为确定农时的依

据。故斗柄指向在中国很早就被用来作为指导

农业生产时序。《鹖冠子·环流篇》就记载：“斗柄

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

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就是古代

农业社会对北斗星的季节性转动的观察总结。

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考察季节变化，从而确

定农时指导农业生产是中原地区很早就有的文

化传统，中国的数学就是在观察“北斗星”斗柄

指向变化中孕育产生的，甚至中国最古老的数

学元典《周髀算经》中所提出的享誉世界的著名

数学定律——“商高定律”，都是根据“北斗星”

的天文观察作“四分历”而形成的。

对于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为什么是“北斗九

星”，其中的一颗是否为“景星”这些疑问，笔者

考证如下。就北斗星而言，古人认为在其斗柄 3
颗星附近还有两颗与北斗星相关的星，是北斗

星的辅佐星，分别被称为称“辅”星和“弼”星。

在道教文献《云笈七签》24 卷有所谓“北斗九星

职位总主”篇称北斗星为“北斗九星”，并引古佚

经典《黄老经》说：“北斗第一天枢星，则阳明星

之魂神也；第二天璇星，则阴精星之魂神也；第

三天机（玑）星，则真人星之魄精也；第四天权

星，则玄冥星之魄精也；第五玉衡星，则丹元星

之魄灵也；第六闿阳星，则北极星之魄灵也；第

七摇光星，则天关星之魂大明也；第八洞明星，

则辅星之魂精阳明也；第九隐元星，则弼星之魂

空灵也。”并主张分别由 9 位大帝各主一星，摄

理 28 个星辰［2］179-181。这种“北斗九星”的理念曾

经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理念，甚至渗透到

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著名的中医元

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在讨论人体的变化源于天

地阴阳变化时，认为天地的阴阳变化是由“北斗

九星”和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的运行决定的，在其《天元纪大论》中即把“九星

悬朗，七曜周旋”作为天体运行的“天元”根本。

后世的数术与占算如《奇门遁甲》等也皆以“九

星”代表天时而影响人事休咎进行测算，足见

“九星悬朗”对于古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为什么“北斗九星”后世变成“北斗七星”，

天文学家的解释是“辅”“弼”两星本是暗星，早

期可能尚能看到，后世已经隐去，而组成“北斗”

的主星 7 颗始终明朗可视，因而后世不再称“北

斗九星”而以“北斗七星”为其正规名称。前文

谈到一些学者把“北斗七星”之外的“星”看作是

“景星”，并认为其是历史上的超新星的看法可

能只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所谓“景星”在古代是

指突然出现的瑞星，《晋书·天文志》说：“瑞星，

一曰景星。”《文子精诚》亦云：“故京城内形动于

天，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

不满溢，海不波涌。”是祥瑞现象的一种。王充

在《论衡》中发挥为“古质不能推步五星，不知岁

星、太白如何状，见大星则谓景星矣”。认为岁

星即木星，太白即金星，均与北斗星和历史上的

超新星无涉。故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遗址中

的“北斗九星”应是中华文明中“北斗九星”文化

传统的渊薮。

关于为什么要把“北斗九星”放在权贵起居

区域内面积最大的一所房址前的门廊中，这可

能与中国古代关于“北斗星”的另一文化传统相

关。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曾根据中国古

代的文化传统认为：“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

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

皆系于斗。”［3］1291-1292可见中国古代有把“北斗星”

视为天帝车舆的传统，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梁祠

汉画像石中就有“斗为帝车”的画像，画一帝王

坐在形似车舆的斗勺之中，斗柄 3 星恰似车辕，

而没有车轮，明显是把北斗星当作车子看待。

如果联系到史书中屡屡记有“皇帝居轩辕之丘”

的传说，又屡言“黄帝造舟车”，而双槐树遗址和

青台遗址都有象征“帝车”的“北斗星”遗迹，那

么这些遗迹很有可能是以上传说的滥觞，并为

学界认定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族的“河洛古国”都

邑遗址提供了重要证据。

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遗址中门道旁还有一

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不难想

象这个麋鹿与“北斗九星”应有密切的联系。发

掘者认为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

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麋鹿也应有鹿蹻

的意思［1］。如果“斗”是“帝车”，这头麋鹿很可

能是驾车的麋鹿，其与北斗构成了寓意权贵可

以驾车巡游的特殊地位。这种天文星象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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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权贵阶层借助天文理念树立人间权威的

目的。

三、关于骨质蚕雕的意义

在双槐树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

即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见图 3）。它与

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的

丝绸实物一起，证实了距今 5300 年前后黄河中

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养蚕缫丝。其发现有

力地证明了中国的蚕桑和丝织早在仰韶文化中

晚期就已出现，而且已经具备了完整成熟的蚕

桑和丝织生产体系，为日后丝绸之路的形成奠

定了最初的基础。

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已经发现数处裹

有蚕丝埋葬着孩童的瓮棺。通过对汪沟遗址瓮

棺中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的检测，发现

了距今 5000 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1］。这是目

前世界范围内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以上发

现不仅是自 2013 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

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寻找中国丝绸之源

——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

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

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

的重要收获，而且是探索早期蚕桑文明面貌的

重要物证。对于这些发现，有学者认为这种死

后要裹蚕衣的葬俗是当时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

茧飞天一样复活，并认为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

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

拜。

通过将现代家蚕的形态与这件骨质蚕雕相

比较，可以看出其是对家蚕吐丝时的生动形象

的抓取和捕捉。笔者认为之所以要雕刻出这么

生动的蚕雕是源于对蚕神的崇拜。而汪沟遗址

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

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

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

世界范围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毫

无疑问，当时的蚕桑农业与丝绸技术已经基本

成熟。如果双槐树遗址确为黄帝时期的核心聚

落遗址，联想到诸如《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屡

屡载有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以及历

来都有把嫘祖当作蚕神“先蚕”祭祀的有关情

况，该骨质蚕雕很有可能是蚕神的化身，与嫘祖

信仰相关。

余 论

双槐树遗址并非一个孤立的文

化遗址，近些年来在其周围地区相继

发现了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

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等一系

列同时期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与双

槐树遗址共同构成一个大型聚落群，

显现出这一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

核心地区。双槐树遗址就其规模和

结构及其文化遗迹的丰富度与特征来看，毫无

疑义是这个聚落群的核心遗址，具有早期都邑

的特点。

多年前笔者曾经根据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

的发展与消长变化指出，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

原地区就最先崛起了由东向西的磁山文化、裴

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它们之间的联系颇为密

切，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文化区域。这从它

们所共有的圜底钵、平底钵、三足钵和圜底碗等

器物类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文化联系

的密切性。这与约略同时出现的兴隆洼文化、

后李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相对孤立发展相比，

显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

在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

期，由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

型向北发展，覆盖到了陕北和额尔多斯地区，并

同时沿着黄河向东扩展到今洛阳以西一带，另

图3 骨质蚕雕图（引自《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09版）

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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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经汉水流域影响到南阳盆地；而地处中原

东部的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则扩展到今豫北、晋

南、晋中、鲁东北、冀北和内蒙古南部等广大地

区。从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上述两个含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仰韶文

化后冈类型的文化因素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

激荡和交互影响，最终形成发展态势强劲的仰

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形成

后迅速向四周地区扩展，北部拓展到河套地区，

南端影响到汉水中游和湖北北部，东部已达华

北平原的北部，西部伸展到甘肃湟水流域，并在

仰韶文化末期形成影响广泛的庙底沟二期文

化。尽管学界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渊源和性

质尚有争议，但在其影响下，在渭水中下游流

域、豫西、晋中和晋南这一广大范围内形成了具

有比较统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区域。因此不难想

象，与周边其他相关考古学文化相比，中原地区

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当时处于中心

的强势文化，而且在与其他各类考古学文化的

交流中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中原地区的考古

学文化反映了先民们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

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在汲取了

相邻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后，创造出了文明形

成的基本条件，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

期文明［4］。

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是多源一体的，而非

多元一体，就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而言，

无可否认，中原文化是处于中心地位并起主导

作用的［5］前言。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再次有力

地证明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

区，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起着无可

怀疑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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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uins of“Heluo Ancient Country”of Shuanghuaishu in Gongyi Henan Province

Fan Yuzhou

Abstract: Shuanghuaishu site is the central settlement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 and capital natur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Yangshao culture discovere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erms of its layout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nature,
it is planned and designed around the central area that can be properly protected. The layout of large-scale buildings,
important tombs and altars in the central area shows that the settlement has produced a set of spe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ystems based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large-scale sites have basically possessed various functions of
the later court. The wall of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site is not a “urn city”, its actual function is to separate the
political activity area of the settlement authority from the living area, which can not be equated with the urn city us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ter cities or palace cities.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Beidou star shaped pottery pot
combination is the source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Beidou nine star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xplosion of the supernova“Jing Star” in history. The pottery pot combination and the buried elk skeleton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special moral of the powerful driving the“emperor carriage” tour. Silkworm bone-carving proves
that China has formed a complete and mature production system of sericulture and silk weaving as early as 5300 years
ago, laying the initi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future. The discovery of Shuanghuaishu site
once again strongly proves that the Central Plains is the core area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huanghuaishu site; urn city; Beidou nine stars; silkworm bone-ca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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